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王子今

　　摘　要：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 对于汉代丝路

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 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

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 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

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 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 出土汉简

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 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

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
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 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

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 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

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 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

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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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骞“凿空”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发挥着联系

中原与中亚、西亚地方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作

用①。 汉武帝时期汉朝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

域道路之后，这条东西通路的历史意义更为显著。
国外有的汉学家评价当时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

时，曾经指出：“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

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②对于汉代丝路贸易

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
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

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

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 士卒贳卖衣物，是中原织品

流向河西，并进入丝路开拓市场的特殊形式。 出土

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

相关现象。 多种色彩的丝织品残件，保留了重要的

历史记忆。 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

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多彩的河西毛

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

认识。

一、“采缯”和“缯采”

汉王朝对匈奴施行和亲政策。 《汉书》卷四六

《贾谊传》记载：“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③汉与

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往来，包括将“金絮采缯”
“奉”与对方。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乌孙

国”条：“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

斤，采缯。” ［１］３９０６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渠犁国”条说汉武帝轮台诏事“上既悔远征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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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
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

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 其旁

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

乏。” ［１］３９１２

内地物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采缯”的消费记

录。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可见对刘贺的指责：
“发 御 府 金 钱 刀 剑 玉 器 采 缯， 赏 赐 所 与 游 戏

者。” ［１］２９４４

“采缯”又作“缯 ”。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

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齐桓公墓被盗掘

情形，涉及随葬品的发现：“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

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
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

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
缯采、 军器不可胜数。 又以人殉葬， 骸骨狼藉

也。” ［２］１４９５墓中“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采、军
器”等，符合当时葬式规范。 “采缯” “缯采”语义大

致是接近的。 这一出现“缯采”的文句，句式与前引

《霍光传》所谓“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颇相近。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言富户资产：“其

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

率也。” ［２］３２７４《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沿用其说：
“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 “亦比千乘之家，此
其大率也。”颜师古注：“文，文缯也。 帛之有色者曰

采。” ［１］３６８７－３６８８《史记》 《汉书》 这段文字，均前引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说，《汉书》特别提示为“谚
曰” ［１］３６８７。 可知“文缯”的“文”，可能主要指经“刺
绣”工艺程序形成的彩饰。 而直接说“采”，即“采
缯”的“采”，应主要指染得的彩色丝绢。 由《续汉

书·舆服志下》“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及“锦缯，
采十二色” ［３］３６７６记载可知，“采”可能有纷杂繁复

的构成。
又如《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

注引《魏名臣奏》载雍州刺史张既表：“寇娄敦遣弟

阿罗盘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
舆马缯采各有差。” ［４］８３５民族经济关系中“缯采”的
流动，又见于《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的记载：“遣
使以美女缯采赂遗匈奴，要结和亲。” ［３］５０４又《后汉

书》卷八七《西羌传》 “东号子麻奴”条：“安帝假金

印紫绶，赐金银 缯各有差。” ［３］２８９２《后汉书》卷八

六《西南夷传》 “哀牢”条：“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

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采缯各有差

也。” ［３］２８５１

田单复国战争用火牛阵。 《史记》卷八二《田单

列传》：“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

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
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 牛尾热，
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 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

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 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

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 燕军大

骇，败走。” ［２］２４５５所谓“绛缯” “画以五彩龙文”，实
际上就是“彩缯”“采缯”。 而彩色“龙文”是可以产

生精神恫吓的威力的。 “彩”色“龙文”借助“炬火光

明炫耀”，或许可以增益其神秘性。
前引《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渠犁国”条

“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

不乏”，颜师古注：“言以锥刀及黄金采缯与此旁国

易谷食，可以给田卒，不忧乏粮也。” ［１］３９１２按照颜师

古的理解，“采缯”就是“ 缯”即“彩缯”。 齐桓公墓

发现的“缯 ” “缯采”，也写作“缯彩”。 《后汉书》
卷六五《张奂传》李贤注引陆翙《邺中记》曰：“永嘉

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
缯彩不可胜数。” ［３］２１４３

“采缯”“ 缯”“缯采”“缯 ”，以及“文缯”“文
采”，应当都是染色的丝织品，是富足阶级服饰用

料。 《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明德马皇后》：
“常衣大练，裙不加缘。 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

衣疏粗，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 后辞曰：‘此缯特

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 ［３］４０９看来这

种能附加色彩的原色织品，是较俭朴的着装。
《盐铁论·力耕》大夫说丝绸之路的贸易优势：

“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

用。 是以骡驴 驼，衔尾入塞， 马，尽为我

畜， 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

璃，咸为国之宝。 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

也。 异 物 内 流 则 国 用 饶， 利 不 外 泄 则 民 用 给

矣。” ［５］２８输出的主要织品所谓“缦”，王利器校注引

《说文·糸部》：“缦，缯无文也。”又引《急就篇》颜

师古注：“缦，缯无文也。” ［５］３４丝绸之路向西输出的

织品，按照“中国一端之缦”的说法，可能是“无文”
的，但是从许多迹象看，却是多彩的。

二、贝格曼发现“各种颜色的丝绸”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记载了“崇宁”年
间“天都”地方汉章帝章和时代（８７ 年—８８ 年） “木
简札”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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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

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
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 皆

“章和”年号。 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

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 其出于书吏之手尚

如此。 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

志》。 乃简书之小者耳。 张浮休《跋王君求家

章草月仪》云尔。［６］

“天都”在宋与西夏战争前线，也应相当于汉代

的北边④。 看来，“缣几匹，绵几屯”简文传递的信

息在宋代已经为学者关注。
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

址出土实物时，列言“生产工具、兵器、丝绸” ［７］ 。
汉代边塞军人值勤岗位与生活场所遗址存留的文物

中，丝绸位居第三。
据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许多汉代烽

燧遗址发现织品遗存。 如烽燧 Ａ６ 与汉代封泥、木
简同出有“敞开的、织造精美的覆盖有黑色胶质的

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填料；细股的红麻线”等文

物。 通称“破城子”的城障 Ａ８ 与诸多汉代文物同出

“天然丝，丝绸纤维填料”，“植物纤维织物”，“天然

褐色和其他颜色的丝绸残片”，“不同颜色的丝织

物、丝绸填料、植物纤维材料残片”。 烽燧 Ｐ１ 发现

“黄色天然丝绸的小块残片和羊毛纱线”，烽燧 Ａ９
发现“一块红丝绸”。 障亭 Ａ１０ 发现包括“褐色、红
色、绿色和蓝色”的“不同颜色的丝绸残片”。 台地

地区“地点 １”标号为 Ｐ．３９８ 的遗存，发现“（天然）褐
色、黄色、深红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
的“小块丝绸残片”。 “地点 ７”标号为 Ｐ．４４３ 的遗存

也发现丝织物，“色泽有褐色（天然）、黄褐色、浅绿

色、深绿色、蓝绿色和深蓝色”。 金关遗址 Ａ３２“地
点 Ａ”发现“有朱红色阴影的鲜红丝绸残片”，“地点

Ｂ”发现“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
“地点 Ｃ” 发现 “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红色丝绸残

片”，“地点 Ｅ”发现“丝质服装、丝绸填料和纤维织

物残片”，“部分缝补过的丝绸为天然褐色、绿色、蓝
绿色、蓝色和红色”。 地湾遗址 Ａ３３“地点 ４”发现的

丝绸残片，色彩包括“褐色、浅红色、深红色、绿黄棕

色、黄绿色和黄色”。 又据记述，“色度为：接近白

色、褐色、红色、绿色、普鲁士蓝”。 大湾遗址 Ａ３５ 地

点 １、地点 ２、地点 ５、地点 １２ 发现“丝绸残片”，地点

４、地点 ６、地点 ７、地点 ８、地点 ９、地点 １０ 发现“纺织

物残片”。 “地点 １”标号为 Ｐ．６６ 的遗存，发现“各种

颜色（浅黄色、灰色、褐色、绿色和玫瑰红色）的丝绸

残片”⑤。
贝格曼考察额济纳河流域多处遗址发现的织品

均颜色鲜丽，特别引人注目。 瓦因托尼一线的“障
亭 １０”试掘出土“各种颜色的丝绸”制作的“丝质缝

缀物”，“９ 块丝绸衬里的颜色为：深酒红色、绿色、浅
灰绿、深蓝、蓝绿色；３ 块丝绸面子的颜色为：深红色

（主 要 的 两 部 分 ）、 深 天 蓝 色 （ 三 角 形 的

角）” ［８］９３－９４。 鲜艳华美的织品竟然在以“寒苦”为
生活基调，甚至往往“至冬寒衣履敝毋以买”的边塞

军人身边发现⑥，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导致这种异

常现象发生的特殊的织物市场背景。
有些丝绸残片发现于鼠洞中［８］２７５。 额济纳河

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存普遍遭到鼠害破坏，因此

每多残碎。 但是台地地区“地点 ７”标号为 Ｐ．４０２ 的

发现，据记录：“黄色（天然）丝绸残片，其中一块的

整体宽 ５１．５—５１．７ 厘米。” ［８］２８８地湾遗址 Ａ３３“地
点 ６”发现的丝绸残片中，“第 ２ 件和第 １９ 件保留了

完整的宽度，其宽分别为 ４５ 厘米和 ４０ 厘米” ［８］３５９。
对照《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关于“布帛广二尺

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１］１１４９的规格，“广二尺二

寸为幅”以西汉尺度通常 ２３．１ 厘米计，应为 ５０．８２
厘米，“整体宽 ５１．５—５１．７ 厘米”的形制与此接近。
而以东汉尺单位量值 ２３．５ 厘米计⑦，“广二尺二寸

为幅”，恰好为 ５１．７ 厘米。
所谓“整体宽”或说“完整的宽度”，提示发现的

并非成衣而是整匹的可能为衣料的织品⑧。 以 ５１．７
厘米为幅宽，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

尺六寸五分” （ ７３ＥＪＴ２６： ２３） 所说织品总面积达

１３５９４ 平方米。

三、河西出土“不同颜色”的
汉代织品及其鉴定与研究

　 　 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 １４０ 件，其中丝织

品 １１４ 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 所谓“绿地云

气菱纹锦”，“以绿色作地，黄色为花，蓝色勾递，基
本纹样为云气和菱形几何图案”，“织锦的工艺技术

要求是相当高的”。 “马圈湾出土的四经绞罗，是一

个不多见的品种，其经纬纤度极细”，“轻薄柔美，是
少见的精品”。 “黄色实地花纱”１ 件，“是目前我国

所见最早的实地花纱，在丝绸纺织史上占有一定的

地位”。 出土绢 ９２ 件，研究者分析了其中 ６１ 件标

本，“其特点是经纬一般均不加拈，织物平挺、紧密，
色彩丰富、绚丽”。 “颜色有：红、黄、绿、蓝、青、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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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紫、本色、青绿、草绿、墨绿、深绿、朱红、桔（橘）
红、暗红、褪红、深红、绯红、妃色、褐黄、土黄、红褐、
藕褐、蓝青、湖蓝等二十五种。” ［９］５４－５５

汉简文字所见不同色彩的织品，据沈刚《居延

汉简语词汇释》，包括：白练，白素，白缣；赤缣；纯赤

堇；皁布，皂缯；绛；缥等。 缥，沈刚引《说文》：“帛白

青色也。” ［１０］这应当是不完备的信息。 但是出土不

同色彩的织品，也应当并非各种簿籍记录的对象。
我们还看到出现如下可能表现织品色彩的简

文：素，白素，缥素，皂，皂练，皂布，□黄，绛绮， 等。
又有“交龙锦”，应是有龙纹纹样的织品。

张德芳《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实

物与汉简为中心》讨论河西地方汉代遗址“出土的

丝绸实物”，对丝绸的色彩予以关注，特别介绍了

“汉代采绢”以及“杂色绢”。 其中说到“汉代绢制冥

衣” ［１１］ ，特别值得注意。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称之为“玩

具衣”，可能即女童喜爱的玩偶的服装。 考古学者

记述：
　 　 玩具衣 　 三件。 标本 Ｔ３：０１７。 以素绢手

工缝制，以深红色绢作领和袖，以深蓝色绢作袖

缘。 衣长 ４ 厘米，胸围 ３．４ 厘米，两袖长 ２．６ 厘

米，领边宽 ０．６ 厘米，下摆残。 依古代衣服制

度，似仿襦制作。［９］５４－５５

由尺寸可知，不可能是实用衣物。 这件文物，又
有称之为“冥衣”者，如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丝绸

之路文明》写道：
　 　 冥衣

西汉（公元前 ２０６—公元 ８ 年）
敦煌市马圈湾遗址出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

纵长 ４．５ 厘米，横长 ８．９ 厘米。 残缺，粉红

色，绿绸镶边，丝线缝制，保存较好。 是冥器，在
新疆一带的墓葬中多见，一般缝在死者入殓时

所穿的衣服上。⑨

同一件文物，尺寸的记述略有差异。 所谓“冥
衣”的判断得到附和。 依据依然是“新疆”“墓葬”出
土物。 对于马圈湾遗址出土的另一标本 Ｔ７：１８，赵
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有所介绍：

　 　 冥衣

汉代　 绢

衣残长 ５．５ 厘米，领残长 １１ 厘米，领宽 ０．８
厘米，通袖长 １１ 厘米

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７９ＤＭＴ７：１８）
署名周旸的解说文字，介绍了这件织品的色彩

构成：“冥衣残损，作交领式，左袖缺失，自腰部断

裂，无下摆。 衣身单层无衬里，由红色绢制成，经密

７０ 根 ／厘米，纬密 ３５ 根 ／厘米。 领部及袖缘采用蓝

色绢，经纬密度与红色绢相近。 染料分析结果表明，
红色为茜草染成，蓝色还是来自靛青。 在马圈湾烽

燧遗址共出土两件此种冥衣，另一件款式与此接近，
袖略长，衣身为米黄色，袖及领为红色，袖缘为蓝色，
同样在腰部以下缺失。 根据河西出土的汉晋衣服的

形制推断，此件冥衣极有可能是腰部以下加缝一段

下摆的短袖襦。 此类冥衣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及风

俗的产物，其体量很小，虽是专为陪葬所做的冥服，
但其样式应是对实物的模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

时的服装式样。 在楼兰古墓群 ＭＢ２ 曾出土一件绢

质冥衣，宽衣长袖，是仿制成人衣服制作的冥衣。 营

盘 １５ 号墓也出土过一件淡黄色绢衣袍和黄褐色绢

衣襦，不仅服装保存最为完整，入葬方式也最为明

确。 在胸前及左手各置一件绢质冥衣，以象征备足

四季之衣服，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享用。 从楼兰及营

盘墓地所保存较为完整的信息推测，马圈湾遗址所

出土的小型服装亦应为冥衣类随葬品。”⑩ 其“衣

身”“由红色绢制成”，“领部及袖缘采用蓝色绢”。
对于“染料”的“分析”，判断“红色为茜草染成，蓝色

还是来自靛青”。 而对于另一件标本，指出除“袖及

领为红色，袖缘为蓝色”外，“衣身为米黄色”。
就此类文物的性质，有必要予以辨正，马圈湾烽

燧遗址出土的标本 Ｔ３：０１７ 和标本 Ｔ７：１８，与新疆出

土于墓葬的被判定为“冥衣”的遗存性质应当不同。
在边塞军事设施发现作为“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及风

俗的产物”的“专为陪葬所做的冥服”，是不大好理

解的。 发掘者以为“玩具衣”即女童玩偶的服装的

性质定位，可能是正确的。 而据《丝路之绸：起源、
传播与交流》提出的楼兰墓地所谓“保存较为完整

的信息”，关于“在楼兰古墓群 ＭＢ２ 曾出土一件绢

质冥衣”，书中原注是：“新疆楼兰考古队，１９９８，第
２３—３９ 页。”参考文献是：“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

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８（３）。”书中记载有误，
准确信息应为：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

发掘简报》，《文物》 １９８８ 年 ７ 期。 发掘简报记述

“孤台墓地”发掘收获：“标本 ＭＢ２：２８ 为一件绢质

冥衣，宽衣长袖，腰部两侧各钉有三根供系结用的黄

色和赤红色小绢带，领、袖和下摆以黄色绢贴边，中
为褐色绢，是仿成人衣服制作的冥衣。 身长 １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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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８．５、每只袖长 ６．５ 厘米。” ［１２］３６然而对于墓葬形

制，只简单写道：“ＭＢ２ 因斯坦因挖掘扰乱，形制不

清， 但 从 ＬＣ 墓 葬 分 布 图 看， 应 是 一 长 方 形

墓。” ［１２］２８－２９对于墓主骨骼遗存、墓葬规模和其他

出土物均无介绍。 而斯坦因 １９１４ 年进行的发掘十

分“草率”，“墓葬都是在墓中心掏坑，人骨架与随葬

器物均被扰乱”，“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部位均不清

楚” ［１２］２８。 ＭＢ２ 墓主还不能排除未成年人的可能。
所谓随葬“体量很小”的“冥衣”“以象征备足四季之

衣服，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享用”以及“冥衣是中国古

代丧葬礼仪及风俗的产物”的说法，缺乏论证，似不

足取信［１３］ 。

四、汉代礼制与“采”“色”等级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商贾大者积贮

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

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
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 因其富厚，交
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
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颜师古注：“缟，皓素也，缯之

精白者也。” ［１］１１３２ 记述“商贾”的消费追求，前说

“衣必文采”，后说“曳” “缯之精白者”。 而汉初推

行抑商政策，“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 ［２］１４１８。 所

谓“文采”更是妄想。 而据《盐铁论·散不足》的说

法，汉武帝之后，“衣服器械” “颇逾制度”已经成为

社会风习。 “衣服”色彩的时好，据说“玄黄杂青，五
色绣衣” ［５］３４９。

汉代超越一般世俗的制度规定，服用色彩的使

用依身份尊卑有所不同。 如《续汉书·舆服志下》
写道：“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
采十二色，重缘袍。 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
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 三百石以上五

色采，青绛黄红绿。 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 贾

人，缃缥而已。” ［３］３６７７自“采十二色” “采九色” “五
色采”“四采”至所谓“缃缥”，形成了上下等级差别。
“缃缥”，是极普通的单一之色。 刘昭注补：“《博物

记》曰：‘交州南有虫，长减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

名， 视 之 无 色， 在 阴 地 多 缃 色， 则 赤 黄 之 色

也。’” ［３］３６７７这种“贾人”服用的所谓“缃缥”，在有

的条件下显示“赤黄之色”，通常则“视之无色”。 很

有可能就是不加漂染的原色织品，即前引文字所谓

“黄色（天然）”、“褐色（天然）”。 有学者注意到，汉
代墓葬发掘资料中织品衣物色彩品种的多少，也依

地位高下有所不同［１４］ 。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河西边塞遗址发现的织

品之色彩纷杂绚丽，如果以为普通军人所服用，也是

不好理解的。
从居延汉简提供的资料看，以戍卒为主的居延

地方服刑人员常用衣物以“皁”色和“白”色为主。
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为例，可以举列如下简文：

　 　 戍卒南阳郡 □里□□□　 皂禅衣一　 □
月□亥自取（２８·１４） ［１５］４３

贵里　 　 　 　 　 皁布襦

淳于休 枲肥

衣橐 常韦一（３４．１５） ［１５］５４

望□苑髡钳钛左右止

大奴冯宣

年廿七八岁中壮发长五六寸青黑色毋须衣

皂袍白布 履白革舄持剑亡（４０·１） ［１５］６８

贳买皂练复袍一领贾钱二千五百今子算

（６９·１） ［１５］１２２

皂布单 一两

官裘一领（８２·１６） ［１５］１４５

魏华里大夫曹世

皂布复袍一领

皁布章襌衣一□
练复褏袭一领

皂布复 一两

（１０１·２３） ［１５］１６８

　 　 　 　 　 　 　 　 　 　 □□五

□□里苏置年卅四　 　 白复袍一

布复袍一（１５９·１６） ［１５］２６２

睢阳戍卒西尉里玉柱

粱　 □里袭一领

皂布复袍一领

·　 皂布复禅衣一两

枲布复 一两

国　 枲菲一两

常韦二两（１７９·２Ａ） ［１５］２８６

缣复袍一两　 □盖苑一　 白布衿褕一领　
白布单衣一领　 白布巾一

皂复绔一两　 白革履一两　 ·右在官　 白

布单绔一两·右在槥中（２０６·２３） ［１５］３２１

白布单衣一︱
皂布单衣一︱（２６４·１４） ［１５］４３９

白□□□一领　 常韦二两

戍卒河东安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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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布单衣一　 □袜 （２８５·２５） ［１５］４８２

第一皂单衣八百领（５０４．１９）
南阳郡戍卒

皂布单衣一领　 （帛）（５７６．１） ［１５］６６５

衣物颜色多为“皁”“白”。 简 ２６４．１４“白布单衣

一︱皂布单衣一︱”，反映了常态。 简 ５０４．１９“皂单

衣八百领”，很可能是批量军服制作储运发放的记

录，是有制度史意义的。

五、河西“采缯”与丝绸之路
沿途的“市”

　 　 考古学者发现，边塞遗址发现的织物质量，竟然

可以看到对可能用以满足远销需要的设计美学品级

的追求。 前说“障亭 １０”发现的丝绸残件中，可见这

样的作品，“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底色为

苔藓黄，简单的斜纹菱形图案的交叉处有蓝绿色和

浅绿色条纹，缝缀在一块普通的灰绿色丝绸上”。
又如，“２ 块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有蓝色、
绿色、灰白色，其中一块缝缀在另一块上面”。 有学

者认为，“其制作水平从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讲

都很高。 图案属于很特别的类型，堪与欧亚地区流

行的动物风格相媲美” ［８］９６。
有经济史研究者注意到，“至今仍不时在沿丝

路沙漠中发现成捆的汉代丝织品” ［１６］４４０。 当时丝

路交通形势十分复杂，“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上

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

才畅通无阻的” ［１６］４３９。 而河西烽燧遗址发现的大

量的“汉代丝织品”，也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生动

见证。
前引楼兰 “孤台墓地” 发掘收获中绢衣标本

ＭＢ２：２８ 的色彩也是值得注意的。 据考古学者记

述，衣物使用“黄色和赤红色小绢带，领、袖和下摆

以黄色绢贴边，中为褐色绢”，出现了“黄色”“褐色”
“赤红色”三种色彩。

上文所说戍卒与吏民之间的私人“贳卖衣财

物”形式，属于民间交易。 而（５９） “赵丹所买帛六

匹”则可能通过市场。 （５３） “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

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５４）“□□二百卌七

匹八尺直廿九万八千一百 ”，（５５）“入七稯布二千

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　 率

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数例可以称作大宗的买卖，
大概也应如此。

然而也有“贩卖衣物于都市”的情形：

　 　 ·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

贩卖衣物于都市者　 （Ｅ．Ｐ．Ｆ２２．３７） ［１７］

有学者根据出土简牍资料分析“投入居延

市场的货物”中，有“衣服类”和“布帛类”：
　 　 衣服类，计有：

皂布衣、韦绔、皂袭、皮绔、皂襜褕、布

复襦、绛单襦、皂练复袍、布复袍、皂襦、缥

复袍、白紬襦、袭布绔、皂复绔、单衣、缣长

袍、皂绔、裘、绉复襦等。
布帛类，计有：
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练、缣、皂练、

白素、皂布、布、 、鹑缕、廿两帛、白缣、絮

巾、缇绩、系絮、丝等。［１８］５７ 　 　
“衣服类”中“韦绔”“皮绔”“裘”等大致不属于

我们讨论的对象。 “布帛类”中可能“絮巾”不宜列

入。 “系絮”应为“糸絮”之误。 其中“皁” “白” “衣
服”占比之高，是引人注目的。 现今我们看到的“衣
服类”和“布帛类”的品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当

时的统计。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河西四郡风俗：

“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
于内郡。” ［１］１６４５“谷籴常贱”，已经言及市场形势。
《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述：“时天下扰乱，唯河

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

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对于所谓“市日四合”，
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 《周礼》曰：‘大市日

侧而市，百族为主。 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 夕市

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

四合也。” ［３］１０８９河西地方的富足和市场的繁荣，得
到史籍的明确记录。 有学者指出：“居延地区靠近

汉代中西交通大道，有条件发展转运贸易，这也是居

延的商业市场具有一定水平和商业得以发展的有利

条件。” ［１８］６７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 正是在“市
日四合”，“人货殷繁”的情况下，织品实现了“通货

羌胡”的贸易程序。
居延汉简可见“为官市”简文（４５６． ２）。 又有

“居延市吏”称谓，这一职任似乎亦参与织品交易的

管理：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禽寇燧卒冯时贳

卖衣物契约券”，亦出“所买布疏”：
所买布踈

大□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

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　 索卿

万贳范融买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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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赵伯二石

凡九斛前付卿已入

（７７·Ｊ·Ｈ·Ｓ：１７Ａ·Ｂ） ［１９］ 　 　
“布”的“直”以谷物数量核计，或许体现了河西

市场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交换方式。

六、西来“采”“罽”河西军人
消费生活中的毛织品

　 　 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出土毛织品 １３ 件，“品种

有罽、褐、缂毛带、毡垫、毡靴等”。 有“图案非常精

美”的“方格罽”１ 件。 又有“晕 罽”１ 件，“花部依

次由黄向蓝变化，呈晕色效果。 这是目前我国发现

最早的一件晕 毛织物，它对唐代晕 锦的产生，无
疑起过重大影响”。 又有“红罽” ２ 件，“深红罽” ２
件，“莲紫罽” １ 件， “黄罽” １ 件， “青褐斑罽” １
件［９］５５－５６。

贝格曼考古报告中也有许多关于毛织品发现的

记录。
河西出土麻织品可能多来自中原地区，而毛织

品，特别是质量较高的毛织品不能排除来自西域地

方的可能。 河西汉塞的毛织品遗存可能经由匈奴传

入，活跃的西域商人或许也曾经直接促成了这种

商品在丝绸之路沿途市场的流通。
西域商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 如《后

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
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
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 “西域诸国胡

客”和匈奴使团同行“与俱献见”，值得我们注意。
此外，又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的说法：“超遂

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

人讨焉耆。” ［３］１５８１ 可知西域“贾客”亦参与战争。
有学者以“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愈益显著”
的说法概括匈奴对“贸易权益”的追求［２０］ 。 其实西

域诸国可能更突出地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写道：“复征拜谒者，

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

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

所受。” ［３］１６８３所谓“贾胡数遗” “奴婢、宛马、金银、
香罽之属”，应是一种贿赂行为。 也许这种行为曲

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
其中“罽”正是西域特产。 “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

人。 李贤注： “贾胡，胡之商贾也。” ［３］１６８４ 西汉中

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 如陈连

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

场。” ［２１］ 以敦煌汉简为例，所见乌孙人 （ ８８， ９０，
１９０６） ［２２］９，车师人 （ ８８ ） ［２２］２０２， “ 知何国胡”
（６９８） ［２２］７１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可

能。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
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其中说到

“商胡贩客”：“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
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

遐，羁服外域。 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
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 故设

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 先驯

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 立屯

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 驰命走驿，不绝

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３］２９３１

据斯坦因的考察记录，在敦煌地方的汉代烽燧

遗址中，“得到半段木简，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

通行 的 古 窣 利 语； 这 半 段 显 然 是 作 为 符 节 之

用” ［２３］１２８。 “在这一段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

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

的书函”，“这种字体因为过于弯曲以及其他原故，
极难认识，现在知道这是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

发回的私人通信” ［２３］１３３。 邵台新据此认为，河西

“有胡商居住且与中国商 贾 贸 易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２４］ 。 如果这一发现真确不误，这些书信遗存应

当反映了“中亚一带商人”在河西活动，而他们的书

信也通过汉王朝驿传邮置向远方转递的事实。 斯坦

因河西汉代烽燧考察记录中写道：“所得诸有趣的

遗物中有一件是古代的绢，头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
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 绢头上面备记产地，以
及一匹的大小重量等项。 这块即是从那匹上割下来

的。” ［２３］１３４这当然应当看作丝绸之路上 “绢缯贸

易”的文物确证。 这件遗物出土于汉代烽燧，即暗

示汉王朝边塞戍卒也参与了“胡商”积极从事的这

种贸易。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的记载：“贾人毋得

衣锦绣绮縠 纻 ，操兵，乘骑马。” ［１］６５颜师古注：
“ ，织毛若今毼及氍毹之类也。” ［１］６６ 《汉书》卷六

五《东方朔传》：“狗马被缋罽。” ［１］２８５８ 颜师古注：
“罽，织毛也，即氍毹之属。” ［１］２８５９ 《说文·糸部》：
“ ，西胡毳布也。”段玉裁注：“毳者，兽细毛也。
用织为布，是曰 。 亦叚罽为之。” ［２５］班固《与弟超

书》说西域方向贸易，言及毛织品的输入，“窦侍中

令载杂彩七百匹，市月氏马、苏合香”。 “窦侍中

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 十余张。”“月支毾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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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相杂。 但细好而已。” “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

市月支马、苏合香、 登。” 可知中原人对 “罽”、
“ ”、“ 登”等毛织品的需求。 曹植《辩道论》写

道：“（甘始）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
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说明“罽”传入中原，
“西域胡”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盐铁论·力

耕》载“文学”曰：“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 貂

旃罽，不益锦绨之实。”“西胡”之“骡驴”与中土之

“牛马”，“西胡”之“ 貂旃罽”与中土之“锦绨”，形
成对照。 而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正是“锦绨”与

“旃罽”作为产地各在东西，品质亦显著不同的商

品，经历辗转历程实现了交换。 在当时特殊的商运

程序中，河西地方似乎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 而

汉简文字与烽燧遗存提供的信息，反映来自内地的

戍防军人也在一定意义上参与其中，这是值得我们

特别注意的。
上文说到河西出土色彩“依次由黄向蓝变化，

呈晕色效果”的“晕 罽”１ 件，又有“红罽”２ 件，“深
红罽”２ 件，“莲紫罽”１ 件，“黄罽”１ 件，“青褐斑罽”
１ 件，这些毛织品显示不同的色彩，可能即《续汉

书·舆服志上》 刘昭注补引郑玄曰所谓 “五采

罽” ［３］３６４２。 可知与中原西输“杂彩”相对应的传播

至汉地的“罽”，也有“五采”以显现西域生产者的美

感追求，同时亦适应内地消费者的艺术情趣。 《汉
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载录东方朔对世风自上而下

“淫侈”之风的批评，言宫廷之中，“木土衣绮绣，狗
马被缋罽”。 颜师古注：“缋，五彩也。 罽，织毛也，
即氍毹之属。” ［１］２８５８－２８５９《三国志》卷三〇《魏书·
东夷传》：“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

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
罽、刀、镜、采物。” ［４］８５７所谓“锦罽”如果不分断，或
许也与“五采罽”有关。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哀牢》说其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
织成文章如绫锦”，说到染织技术的高超。 关于“帛
叠”，李贤注：“《外国传》曰：‘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

花布。’” ［３］２８４９－２８５０汉代遗存中相关文物的发现，还
有必要进行更全面的信息整理与研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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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文纪》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１７９ 页。 《太平御

览》卷八一六引班固《与弟超书》。 参见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

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３６３１ 页。 《北堂书钞》卷一三四引班固《与弟超

书》。 参见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中国书店据光绪十四年南海孔

氏刊本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影印版，第 ５４３ 页。 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

家集》卷一一《汉班固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２１３ 页。 《艺
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曰：“今赍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支

马、苏合香、 登。”参见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
１４５６ 页。 “三匹”有误。 或断句作“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

刀”，注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

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８８、１９３ 页。 这一解释是错

误的。 参看王子今：《西域“香罽”考》，《丝路文明》待刊。 又《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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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览》卷八一六第 ３６３１ 页引曹植《辩道论》曰：“甘始谓王曰：诸梁时

西域胡来献 ，悔不取也。”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８—２９ 页。 《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盐铁论》作“ 貂

狢，不益锦绨之宝”。 参见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３６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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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